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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当代人眼中的女性形象
中国文学中女性形象的改变
（一）古代部分
（1）春秋战国时期
先秦时期仍处于母系社会，女生在社会中拥有较多的话语权，在决策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但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男性与女性在身体素质上的差异逐渐凸显出来，社会资源开始向着男性倾斜，社会逐步向父权社会发展，但相较于后世一味对女性的束缚与压迫，女性在这一时期仍然有追求性别平等和社会地位的机会。所以这一时期女性形象具有多样性，其中以《诗经》中的女性形象最为典型。    《诗经》中的女性形象无论是少女还是妇人都有着清丽柔婉，纯良臻善的特征，在这一总特征下，不同女性形象又衍生出了不同的个性特征：如《氓》中的女主人公在恋爱时向自己发出“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的警告，提醒自己不可沉湎于爱情中，保持清醒，这充分体现了当时女性独立自主的思想，不依附于男性，不盲目相信爱情。当丈夫对自己的态度，在婚前婚后发生了天翻地履的变化时，女子不是一味的忍耐顺从，而是毅然决然的说：”反而不思，亦已焉哉！”她决心与丈夫分手，重新开始生活，从中不难看出女主人公的清醒坚强，不将婚姻当作枷锁，勇敢追求心中的幸福，这种反抗精神具有较大的主观能动性，是后世文学中鲜少可见的。
  与后世，男性在爱情和婚姻中占据主导地位相比，这时期男女在爱情中是相对平等的。《召南·摽有梅》中“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其今兮。”描绘了一个天真烂漫，勇敢追爱的少女形象。而《关雎》中“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则写了男性在面对美好女子时的爱慕之情，两相对比，可以看出当时女性与男性都有追求爱情的权力，女子不会被打上“轻浮”“不知廉耻”的道德标签，证明了当时的社会风气是相当开放的。
（2）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对于女性形象的塑造少之又少，但可以从当时对男性形象的描绘中窥见，这一时期女风胜行，名流大家多喜着女性风格的服饰，追求“女性美”。但这一时期的“女性美”已不是单纯的女性特征所体现的美好，而是经过了社会的定性和规范，趋于物化，倾向于一种对女性的物化思想与定型思维。
  《孔雀东南飞》就形象体现了这一思想。文中写道“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以及“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刘氏勤劳能干，日夜劳作，对婆婆百依百顺，却仍不得婆婆欢心，证明了当时对女性已经有了定型思维，认为她们必须遵守三从四德，勤劳能干，否则就是“无礼节”。而这些思想，成为了此后千年里女性身上无法挣脱的束缚。刘氏在被休回家后，面对太守的求婚，想起与焦仲卿的誓言，选择“自可断来信，徐徐更谓之，”而她的哥哥则“怅然心中烦”认为“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哥哥的话语侧面反映了当时男性对女性的物化思想，认为她们的人生目的就是嫁个好人家相夫教子，甚至是男性用来谋求财富地位的工具，没有自己的思想与人格可言，令人唏嘘。
注：《孔雀东南飞》据考察由在汉年间兴起，南朝定型，遂将其归为魏晋南北朝的作品，以作研究。
（3）唐宋时期
唐朝时期，因为国力强盛，社会安定，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较为开放，给予了女性一定的尊重与认可，女性形象也更加多样。而宋与唐相对比，其文学中女性形象的作品无论是数量还是内容，则更具开明之气，这与宋朝的社会状况息息相关。宋朝虽表面繁荣，但内有冗兵冗员坐吃空山，外有群狼环伺，看似光鲜亮丽实则已千疮百孔。而统治者或贪图享乐，不问朝政，或试图改革，却以失败告终。这些社会现像使女性对于男性的判断与评价，与历朝大相径庭。一部分女性甚至开始承担男性所应承担社会责任，针贬时弊，保家卫国，这使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有所提高。
（4）元朝时期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较为特殊的国家，它是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因此，为了凸显地位，方便区分，元朝社会采取分层管理的方式，人们被打上了阶级烙印。这一制度，使得男性将统治权、话语权紧握在手中，从而加深了对女性的压迫。女性整体呈现柔弱的特征，虽然也有女性形象是豪迈刚强的，但这种特征正被逐渐削弱，且是将女性物化后所呈现的标准化形象，女性已然成为男性的附庸，被社会认为自身无意义，唯有依附于男性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关汉卿的《窦娥冤》正是塑造了这样一个刚强不屈的形象。窦娥赴刑，高喊：“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作天。”表面是在斥天地，实则是对统治阶级残害百姓的愤怒，以及对于自己被冤将枉死的委屈。而窦娥的冤屈仅仅是因为“有张驴儿数次调戏你女孩儿、我坚执不从”便被张驴儿陷害药东其父，甚至威胁：“要官体，告到官司，你与俺老子偿命，若私休，你便与我做老婆。”而事实却是张驴儿想药死蔡婆婆强占窦娥，却被张父误食。其中不难看出当时女性处境的艰难，她们被男性当作可以随意占有的物件，被强取豪夺，失去了人格与尊严。最后，窦娥的冤魂托梦于父亲，她终得沉冤昭雪。但这从侧面体现出了当时男性对于社会话语权的掌握及社会资源的占有，女性所受不公只有向男性诉说才能被解决，说明了当时社会无法对女性在社会中的不公待遇进行思考、解决的现实状况。
（5）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父权制社会发展到了顶峰，而这一时期对女性的压迫和束缚也到达了顶峰，但随着统治者对于国家失去有效管理，社会制度逐渐分崩离析，对于女性处境的思考逐渐兴起，虽然这时期女性的社会地位与生存环境并未有实际性改变，但一些女性形象中所体现的对于女性的思考具有重大意义。
《水浒传》中出现了不少的女性形象，有顾大嫂，孙二娘扈三娘等女豪杰，也有阎婆惜，潘金莲等坏女人形象，但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她们的存在仍然依附于男人，以顾大嫂为代表的女豪杰，她们坚守“大义”，忠于“丈夫”，忠贞不二，视贞操如生命，而潘金莲等坏女人，她们不知廉耻，出轨他人，被作者认为死的罪有应得。可以看出作者身上仍有封建思想，认为女性必须为丈夫守贞，否则就会被认为是“不知廉耻” 。但作者的笔下，三位梁山女英雄与其他好汉们享有同等地位，这是难能可贵的历史性突破，体现了男性开始对女性问题进行思考。
  《红楼梦》的出现是历史的一个巅峰，曹雪芹在文中写下了“见了女儿就觉得清爽，见于男人就感到浊臭逼人，”提出了女清男浊的思想。同时，书中的女性相较于男性的声色犬马，酒囊饭袋，却是成为了管家、治家的个中好手，这无疑对自古以来“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曹雪芹在书上表达出的民主思想，对男尊女卑思想的斥责与批评，对于女性真善美的赞扬，具有跨时代的意义。
（二）近现代部分
近现代文学中女性形象的转变多从五四运动后开始。五四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从思想文化上各方面对青年学生产生了重要影响。越来越多的女性冲破传统文化的束缚，走进各个学堂接受高等教育，接受西方先进思想和文化知识。当时的文学作家对于知识女性形象的刻画，主要彰显她们的个性解放和个人理想追求。
（1）鲁迅
鲁迅在《伤逝》中对子君这一女性形象进行了深入到刻画。子君在君权，族权，夫权以及神权四座大山的束缚与压迫之下，她仍然努力争取自己作为人的各种权利，并勇敢走出时代的“铁屋子”。从一句“我是我自己的任何人都没有干涉我的权力”可以透视子君外表下的叛逆，坚定和倔强。在鲁迅另一篇文章《祝福》中，塑造了另一个悲剧形象——祥林嫂。她分明有能力有才能去分管一家的事却因为一个时代的悲剧，导致了祥林嫂走向毁灭，最终成为一个乞丐，悲惨死去在漫天雪花中。“祥林嫂为了不再嫁娶便逃出婆家去鲁四老爷家做长工，而婆家又要求她再嫁从而为小叔子换聘礼”由此可见，当时女人只是男人的附属品缺乏独立意识和独立人格。鲁迅先生笔下的女性形象大多生活在封建社会她们被族权政权神权夫权压的喘不过气。
（2）张爱玲
张爱玲——这位以感情细腻而著称的女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在她的笔下全面揭露了传统思想对女性残害。薇龙是《沉香屑•第一炉香》的女主角。她生活在香港的繁华中，却有自己的标准，有维护人格完整的自信。这位来自上海的女学生，因为战事跟随全家逃难来到香港，又因为难以承受日益见涨的物价，父亲决定回上海。而她为了能够留在香港继续学业，只身一人去投奔从未谋面的姑母梁太太。一开始即陷入了姑母和香港浮浪少年乔琪乔共同设下的情网。尽管她知道姑母的豪宅不合乎她的标准，却抱有出污泥而不染的幻想，而且一度相信超越经济厉害的“爱”。现实逼迫她看着自己走上那条将一生悲欢强系于男人身上的浮萍之路，每一步都让她付出了女性身心的惨重代价。然而薇龙却是“自愿”地走上这条路的。现实迫使她放弃了对平等情爱的追求，使她“没有天长地久的计划”，只求“她的畏缩不安的心，能够得到暂时的休息。”在这里，“为了爱而结婚”，当然是像“把云装在坛子里”一样的蠢举，薇龙终于在现实面前退缩了，但她自始至终坚持着她的爱的权利。薇龙的婚姻失败，固然是一种沉沦，却也是一种不败的胜利。《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出身于式微旧家庭，是那种比较完整地接受了封建传统文化熏染的女性，但又并非完全是旧式的。她虽然接受了封建包办婚姻，但当性情暴躁的丈夫对她百般虐待时，流苏并不是像大多数旧式女人那样委曲求全忍辱偷生，而是愤而与之离婚。尽管在这个走出丈夫家门的过程中夹杂着太多痛苦和无奈，却表明流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恪守“三从四德”、凡事逆来顺受的懦弱女子了，她已经懂得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人格和权利。可是她仍要面临“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鲁迅曾指出走出家门的娜拉们只有两条出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流苏不甘堕落,就只能回来。回到娘家,这个所有女子的最后据点。可是在娘家人眼中流苏是嫁出去的女儿,已是外面的人了。随着家道败落、生计日益艰难,兄嫂们就开始想方设法赶走流苏。此时母亲的冷语无情和兄嫂的冷眼无义让流苏感到这个大厦将倾的贵族之家已不再是她最后的庇护所。特别是当过去笼罩在这个封建大家庭上的亲情面纱被金钱势力彻底撕毁之后,流苏强烈地直觉到它所散发出的腐败与死气。流苏不愿被动地接受这一残酷命运,她准备再次出走,逃离这个令人窒息的家族,她要为自己另外找一条生路来。于是面对着建立“新的自我感”和“新的认同感”的任务，“为能独自生活以及把握因离婚而获得的第二次机会而找寻独立性的其他意象和根基”，白流苏孤注一掷地甩脱忠孝节义的陈腐的道德观，点起意味宣战的蚊香，抢走本介绍给妹妹的有钱人范柳原，挣脱白公馆凝固的常态时间轨道，前往“新”城香港，开始个人生命的创造，启动了两人对爱情、婚姻不同期许的心理攻防战。经历一场场的舌战——针锋相对的高级调情，以便依据“最大利益原则”获得剥削别人的权利，接着是冷战――范柳原藉与萨黑夷妮公主厮混，疏远流苏激其醋意，欲擒故纵。但白流苏竟用一险招来应对――回到上海，似乎知道代价高的财产是珍贵的定律，她在这场“不谈爱情”的婚姻追逐戏中，玩得行云流水。最后一场战乱促成了她的婚姻，实现了她作为乱世中的凡夫俗子，无意去推动历史，只要个人此生此在的现实安稳的愿望。白流苏不同于薇龙被蛇的诱惑缠绕，不及红、白玫瑰的文化教养，但是个力求把握自己的厉害女人；不同于霓喜的放荡，而是懂得进退兼顾把握婚姻；她为改变生活现状而走入大奇幻与大劫难，后走向平实生活，这是张爱玲最完满最成功的英雄传奇故事。张爱玲有句名言，“生命是一袭华丽的袍，上面布满了虱子”。这种古怪但一针见血、冰凉刺骨的感觉，充溢了她的全部作品。那个时代的人们，健全人性、健全心态难存，女子们承受着心狱之苦，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所以在女性们身上所散发的一丁点儿觉醒意识的光辉很快熄灭了,她们的生命之花大都凋落了。在“洋场社会”里,在“夫权体制”下,在金钱“枷锁”中,只听到她们的哭泣、她们的呻吟,只看到她们在沉沦、她们在泯灭。在张爱玲的作品里,我们看到她笔下的女性们或大胆谈论男人与性爱、或寻觅新知识、或主动追求男子、或以变态心理去抗争……无不体现着女性觉醒意识的无畏张扬。但不幸的是,她们的努力挣扎和反抗最终付诸东流,她们的意识仍被“男权体制”和“黄金枷锁”所支配和控制,她们剩下的只是凄楚、无奈的叹息。通过她的作品，我们能够感受到张爱玲深婉地触及了千年来女性生命体验的底层,对女性深层意识进行了深入开掘,围绕着女性在真正意义上与男性平等这一女性生存的终极理想，思索追究着女性存在的意义：女性独立的存在价值是什么？女性受压抑、歧视和屈辱的原因有哪些？女人屈辱的历史何时才能结束？这些问题深深扣动我们的思绪。
（3）舒婷
而在另一位女作家的笔下，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女性。舒婷，这个在文革时期成长起来的女性，不仅有着与前辈共同追求的人格独立情感特征，还往前迈进了胜利的一大步。舒婷作为朦胧诗的代表人物，她的诗作从女性视角出发，做出了许多思考。具有女性色彩和女性视角的诗歌创作在当时引起较大的反响。舒婷别样的关注角度，再加上她特有的女性眼光和细腻的内心，往往感悟到男性，所感受不到的一面，由此引起社会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当游三峡的旅客仰望着神女峰，沉浸于她美丽的神话传说中时，拘泥于传统的价值理念和审美情趣，对其抒发肯定或赞美的感慨时，舒婷却产生了与众不同的感受。她看到的是神女在那里驻守千年的寂寞与孤独，看到的是神女不能与相爱的人在一起的悲哀，看到的是封建传统对人的幸福的破坏。舒婷在看到了常人没有看到的女性悲惨命运的同时，还自觉地站在了女性的立场去关注女性自身的命运。所以一些男性作者作品中的女性通常都是没有独立于男性而存在，最终因为出于男性自身的立场和思维方式，使作品中的那些女性成为脑男性脑中幻想出的理想女性形象。不同于男性作者男权意识影响下对女性的感悟，舒婷真正从女性自身出发，由女性的情感来感受女性的情感，由女性的内心世界来感受女性的内心世界，展示了对女性内心世界理解的最大可能。舒婷在《致橡树》中否定了“攀缘的凌霄花”，“痴情的鸟儿”，也否定了泉源的慰藉，险峰的衬托，日光春雨的无私付出。爱的真谛不是痴情和付出。诗中的女性抒情主人公理想中的爱情是做橡树近旁的一株木棉，“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与橡树相对，木棉既独立又不失本身的柔美，同时两者的思想和灵魂通过根和叶的触碰进行交流，产生共鸣。他们分担风雨，共享美景，永远相依。舒婷诗歌中的女子们在展现中国传统女性传统的古典美丽同时，又兼具了新时期女性的坚韧和勇敢。他们追求独立、尊严、平等，向往自由，不愿委曲求全，不再当男性的附庸，不再懦弱无能的臣服。在旧封建、旧制度的压迫下，他们关注自身的幸福，勇于追求爱情，与以往屈身于男权社会中的女子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格，他们的美丽焕发出了新的光彩，他们不愿站在男性的背后，再当那个默默无闻的贤妻良母，而是以彼此尊重、彼此平等的条件下去承担生活中的风雨挫折。这些女性更富有光彩和魅力，更能震慑人心，引发共鸣。
（4）钱钟书
在钱钟书先生的《围城》中塑造的女性大多接受高等教育，有全世界解放女性的思想奠基，对美好爱情和自由有最真实、最迫切的需求。这些女性向往自由、和平，拥有独立现代意识和自主谋事能力，有摆脱传统束缚的经济和物质基础，并以拒绝做男性附庸为思想奠基。这些女性追求独立自主爱情，寻求自由爱情的美好渴望。她们尽管受过高等教育的新式思潮影响，但面对国内的旧式传统文化束缚，仍然无法达到真正的自由平等。爱情的悲剧是情感冲突和社会冲突的一种特殊形式。而这些游走于《围城》中女性的悲剧，是一个社会时代的悲剧与个性悲剧的冲突与结合。在她们生活的时代里，封建父权意识无处不在的摧残与锈蚀，使得每个置身其间的女性都无处遁形。她们因此而只能把实现自我的方式局限在婚姻的范畴里，而且对于情感的被动于压抑酿成了一个又一个不同又相似的悲剧。虽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下的旧中国，女性接受教育和先进思想的机会增多，但是封建社会男权的宗法制度，无时无刻不制约着女性真正的解放，长期以来从思想上的压制与灌输，使得这些接受西化教育的女性知识份子仍然没有勇气反抗争取自己的权利，而大环境方面岌岌可危的国情也为这些女性的命运增添了无法喘息的压抑，所以说这些女性身上体现的不仅仅是爱情婚姻上的困境，更是她们自身无力也无法摆脱的时代环境所给予的操控而无奈妥协的悲剧命运。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以及它的基础宗族制度的封建遗留还在继续贻害着女性及女性知识分子，在整部小说中到处弥漫着这些女性知识分子无力也无从解放自己的怅惘情绪。她们兼修中西文化有现代意识，她们追求人格价值体现与理想生活境界，而她们却无法摆脱男权的宗法制度，无法摆脱颠沛流离的动荡时世，她们在这种矛盾的夹缝中寻求突围，这种尴尬的处境，注定了她们的悲剧命运。 
（5）王安忆
而对女性问题的持续关注,构成了现代作家王安忆小说创作的一条基本线索。新世纪以来,女性人物继续成为王安忆小说的主角，她先后塑造了一批女性形象,包括以《上种红菱下种藕》和《临淮关》为代表的小城镇女性形象,以《妹头》和《桃之夭夭》为代表的上海老三届女性形象,以《富萍》为代表的前开放时代的劳动女性形象,以及以《月色撩人》为代表的都市时尚女性形象,《发廊情话》为代表的打工妹形象.这些小说讲述了一个个社会边缘女性的故事,她们或者直面人生困境,自尊而隐忍地生活,或者在大都市的物质欲望中迷失了自我.王安忆的女性文本,更多的是对这些女性边缘,切实的生存意义的展现和肯定.对她们以不同方式寻找自己的真实生命的各种努力和抗争,报以深深的理解和宽容.。在这一阶段的小说创作中,王安忆对女性形象的塑造方面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她从女性个体生命的体验转向女性生存的社会情景,女性性别生活经验内容成为深层文本经验话语,在一种平凡的日常状态中展现和肯定女性个体生命的世俗形式和意义;她将女性经验与都市经验有机结合,方言和地方经验交融通合,写活了女性的形象;在女性形象生活化的处理方面,王安忆避免庸常而琐碎的描写,赋予日常生活描写以更多的文学性,提升了小说的美学性。
从整体上来看，从古至今，随着中国国情的不断改变，女性意识在不断的觉醒，女性也在为自我的权利抗争。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不断进步，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在新时代，关注弱势群体，不停探寻，思索解决方案，为女性的觉醒不断奋斗，为实现真正的男女平权努力，才能解决根本问题，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二、当代人眼中的女性形象
  本研究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选取200个样本用以研究当代人对中国文学中的女性形象的看法。
 在200个样本中，有30％曾深入了解过一个或多个女性形象，其中学生所占的比重较多接近五分之三。据调查显示大多数人研究女性形象是工作需要或是老师要求，只有一小部分是因为兴趣使然。从中可以看出虽然随着社会发展，人们逐渐开始关注女性形象，但仍缺乏主动意识，大多为被动研究。
  有近45％的人认为女性形象对他们的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的形成产生了一定影响，他们觉得书中的女性所反应出来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反应了社会中女性所面对的问题，通过阅读，他们开始主动关注女性问题，甚至促使一部分人走上了维护女性权利的道路.
  有95％的人对女性形象发展持乐观态度，他们相信未来人们对女性形象的关注度会逐渐提高，未来一定会有更多优秀的女性形象出现，这些形象可以更好的引导人们重视女性问题，促进男女平等局面的实现。
